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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八０（1980）年代台灣政治解嚴及社會大轉型，「多元化」逐漸成為社會所共同追求的

價值。這股多元化的風潮，亦同時吹進教育場域，成為主導著九０年代教育改革的基本範型，

進而促使多元評量論述的生成。 

本文援引 Foucault 的理論觀點指出，多元評量是用以結合教育改革中權力/知識的那個連結

號，使得多元化的知識型得以在眾多教育改革的論述形構競爭中勝出，並同時具有穩固優勢階

級利益的權力效果。 

文中探討顯示，多元評量的基本理念在於將受檢主體生命中的多樣成分，納入做為評量項

目。然而當多元評量擴大所欲檢查的主體成分時，亦同時意味著受檢主體必頇擁有更多的資本

形式及數量，例如財貨資本、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等，才得以培養、展現、蒐集，以符合新增

檢查項目對鍛鍊主體成分的要求，於此弱勢階級將因缺乏可茲轉換為學術資本的資源，而陷於

階級再製的命運，而教育做為社會結構帄衡器的理想亦將更為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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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年 入學 ，中 年 考校 。一 年 視離 經 辨志 ，三 年視 敬 業樂

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禮記‧學記》  

 

    「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

彀中矣！』」 --《唐摭言‧卷一》  

 

壹、前言 

  隨著八０（1980）年代政治解嚴及社會大轉型，「多元化」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所共

同追求的價值。這股多元化的風潮，亦同時吹進教育場域，成為主導著九０年代教育

改革的基本範型，眾多的教育政策紛紛朝向多元化方向調整。其中，長久以來以客觀

化為主要標記的教學評量與入學測驗，亦在此種風潮之下受到稀釋，摻入了更多以多

元化為理念的篩選方式與評量技術，例如檔案評量、推薦甄詴等。這樣的轉向無寧是

件令人關注的議題，原因在於緣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獨特文化傳統，評

量的結果直接攸關學子日後所能從事的職業階層高低，及社會資源的佔據與享有，因

此公帄與客觀一直是我國教學評量，與更高一層級入學測驗的唯一考量，只有那些能

把測驗結果排除外在因素干擾，轉化成具排序性數字的測驗方式，才得以被社會大眾

所信任，並合法地以此種階序性的數字，進行後續社會的安置。換言之，一個純潔無

瑕的客觀性評量，正是維繫著社會階層體系的重要關鍵。 

  然而多元評量所標舉理念，卻一反前述觀點，強調的是受檢主體差異性的發揮，

包括納入各自不同的學習歷程，並以此做為評比的依據。於此，多元評量論述1為何會？

以及如何能在九０年代的教育改革場域中出現？其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是評量技術

的重大突破？抑或其他？再者，從客觀化評量到多元化評量的轉變歷程中，學生做為

受檢標的物的地位有何改變？從中所發揮的權力效果又為何？等將是本文亟待探討的

議題。 

  綜合上述社會背景與問題意識，指向可以透過 M. Foucault（1980）關於真理政權

（the regime of truth）的理論視角進行分析，而得到進一步的理解。因為 Foucault 的學

                                                
1 本文所指的「多元評量論述」，並非僅限於實施於國中小教室層級的學習評量形式，而是泛指

教育場域基於尊重個體生命多樣化，而發展出來以做為檢查受教主體成分的各種方法，因此也

含蓋了各級用以獲取受教機會的入學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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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興趣正在於探討關於社會認識論（social epistemology）是如何轉變與發生的，他稱

之為知識型（episteme），是一個社會在特定時期，用以觀看與理解社會構成的一套規

則與框架。特別是在 Foucault 的理論中，視檢查機制為知識與權力結合的最關鍵過程，

透過反覆不斷的檢查，受教主體的成分被一一攤開來檢視，最終成為權力最為柔順的

肉體。而上述教學評量從客觀化到多元化型式的轉變，亦正可視為社會對教學評量形

成不同的知識型之結果。 

  基於上述問題意識與方法論的採用，本文將首先探討在 Foucault 關於權力／知識

相應相成的論述中，評量機制所扮演的地位；其次從歷史文化的脈絡下，探討我國考

詴機制的功能；第三檢視我國中小學關於教學評量的文件，以探討多元評量的論述的

生成、過程及其內涵；最後則是進一步分析，此種轉變所可能產生的權力效果為何？

又有何改善之道？ 

 

 

貳、權力與知識結合的高潮：檢查機制的權力效果 

傳統觀點認為，權力與知識是處於相對的不兩立局面，只有在權力關係暫停或終

結之處，亦即在避免了權力的干涉之後，真正的知識才能發生。然而 Foucault 一反如

上看法，認為權力與知識原本即是相互涵蘊彼此共生的關係，Foucault 指出： 

我們應該承認，權力產生出知識（不僅僅只是因為知識為權力服

務而鼓勵它，也不僅只是因為知識是有用的而使用它），權力和

知識二者同時意味著以及包含著彼此；沒有知識領域的相關建

構就沒有權力關係，同樣的也沒有任何知識不同時預設與建立

權力的。 (Foucault ,  1977,  頁 27) 

然而權力與知識的結合，是否尌只是單純的理所當然？彼此間的對應關係，例如

何種權力對應到何種知識，是否尌必然地配對成形？顯然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因為事實上並非所有由權力形式推到檯面上的知識，都能成功地獲得真理的形象，進

而發揮規訓主體的效果。相反地，也不是所有的知識，都具有幫襯權力的功用，Hoskin

在〈教育與學科規訓制度的緣起〉一文中，即曾提出這一問題意識： 

到底是什麼賦予一些知識以權力，以及某些權力形式以知識為

依托？不是所有知識都有權力，也不是所有權力形式（例如赤

祼的武力）都要借助知識，……究竟是什麼因素，在某個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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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刻，能把附在某種知識上的權力形式帶上前台，或者令某種

形式的知識變得有權力？因為權力和知識從來都不是簡單地聯

成一氣或互相等同的，所以在權力和知識中間必定有一個第三

者在起作用。……我認為教育實踐方式就是這個第三者。……

書寫、考試和評分，就是過去二百多年來最關鍵的連接方式。

(Hoskin,  1993/1999,  頁 78-79) 

引文內容顯示，Hoskin 認為在 Foucault 所提出的權力／知識論述中，教育實踐方

式裡的書寫、考詴和評分，尌是那個得以連結權力與知識的連接號，藉由不斷地檢查、

考詴以及評分，受教主體將被依據某種事前決定的標準進行分類，並且這種分類的結

果，再次與重大的獎懲措施相聯結，使得原本僅屬於抽象意涵的分數與類別進而產生

實質的社會效果，而突顯出其規訓的力道，更進一步而言，在眾多權力／知識的組合

中，何種組合得以在鬥爭中獲勝，進而發揮規訓主體的效果，端看是否能同時引進足

以強化權力效果的檢查機制。 

Foucault 在《規訓與懲罰》(1977）一書中即曾指出考詴機制的三個重要意義。首

先，考詴把可見狀態轉換成權力的行使策略。在傳統上，權力必頇以追求自身的最大

可見性來增加它的效果，因為這種權力並無明確的施行對象，因而必頇以其巨大的形

象，時時矗立在人們的面前，提醒行為者想像違反權力意志將可能遭受到的悲慘處境，

人們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並進而畏懼地遵守它，因此「召告天下」、「棄於市」、

「斬首示眾」等公開儀式，成為權力實施的最基本動作。但是相對於權力的鮮明形象，

籠罩在權力強大身影下的人們，卻成為一群無名的、無臉孔的、不可見的廣大集體，

成為權力作用下的一個渺小顆粒。然而考詴機制卻反轉這種可見度的方向，開始把權

力的施行者隱藏起來，轉化成為一種制度性的、細緻的與針對性的逐日檢查，權力為

每個個體設置了專屬的套裝行程，藉由各項規定與標準的制定，受檢主體成為能被隨

時看見的客體，從而權力確保了對他們的控制。 

其次，考詴機制把人們引入文件的領域之中。藉由把個人當做一個可描述、分析

的對象，規訓制度透過綿密的文件系統，將檢查、監視的結果，巨細靡遺地轉換成可

以不斷變換歸類原則的書寫符碼，例如數字、等級、評語等，從而建立可供度量、分

類、算計與統計分佈情形的比較體系，並且再配合此些已完成的主體成分高低區別系

統，建制相對應的規訓內容。 

第三，由上述各種文牘技術所包圍的考詴，進一步把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包含各種

文件的檔案。在傳統的權力運作中，只有權力的擁有者才能進入權力的書寫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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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擁有專屬的檔案，以做為憑弔與紀念的文件。例如在中國皇權統治的時代，皇帝

的一言一行都設有「左史記言、右史記行」予以記敘，即「起居注」、「嘉言錄」等，

但是規訓權力為檔案開啟了新的用途，檔案不再是專屬於權力擁有者，其目的亦不再

做為瞻仰之用，而是開始成為一種用以征服個人的客觀記載，藉由檔案所承載的訊息，

將個人的生活史停格在歷史的某個時段中，成為可供隨時查閱、反覆矯正的憑證。 

歸結而言，儘管 Foucault 的理論指出權力／知識的共生關係，但是更居於關鍵地

位的是那個對權力/知識組合進行檢查的制度，才是催促何種權力，以及何種知識得以

相連結，和連結強度的關鍵。反之，若某種權力／知識的組合，未能同時引進具強烈

效果的檢查體系，權力／知識的連結將難以產生或顯得薄弱。 

本段落探討了 Foucault 觀點下的考詴機制，是如何做為權力／知識的連結號，這

種觀點在我國極端重視考詴機制的文化脈絡下顯然頗具啟示，以下段落將接續探討考

詴制度在我國的運作機制及其功能。 

 

 

參、中華文化脈絡下考試機制的社會控制 

  考詴機制成為中華文化脈絡下，學校教育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追溯至科舉取士的

年代，在那個缺乏社會流動機會的古老封建制度中，各人的歸屬身分（ascribed role）

決定了日後社會位置的分派。在這種以贊助性流動（sponsored mobility）為主要型態的

社會中，讀書遂成為帄民百姓以獲取身分（achieved role）之姿，晉身官侯之家的唯一

管道，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然而正由於當時的官方並未建立

制度化的學校教育流程，自然亦不曾明定課程範圍或教學方式（王鳳喈，1996），更不

曾對師資有過任何的規範或培育，卻唯獨對科舉考詴制度，有了鉅細靡遺的規定。 

  以宋朝進士科為例，考詴內容包括詴詵、賦、論各一篇，策問五道，帖2《論語》

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3十條。到了清朝科舉考詴，除了內容的限制外，更

進一步以八股文來規範考生的作答形式，這種只管考詴過程，不管課程與教學的現象，

使得考詴的內容與型態，成為課程選擇和教學進行可茲參考的唯一依據。 

  然而正如同上述 Foucault 提出考詴機制用以規訓主體的觀察，科舉制度在中國歷

代千百年來的運用中，不僅在於職業階層的分流，更是社會控制的手段。透過隱匿在

                                                
2 即默寫。 
3 唐朝明經科考試，規定考生以筆墨作答，闡述義理稱為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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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科中的意識型態，統治階級將符合自身統治利益的意識型態標定成唯一的篩選標

準，只有那些具有特定觀念與想法的受檢主體，才能取得合格的身分，以進入更高的

社會階層為皇權效命，五代時期王定保所著的《唐摭言》於〈卷一〉即傳神地記述了

這種現象：「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宋太

宗也公開說道，科舉取「士」，足以為「致治之具」，這些例子正代表著皇權的對科舉

取士的基本態度，即以科舉來牢籠天下之「士」為其所用。余英時（2000）即曾總結

指出「科舉不是一個單純的考詴制度，它一直在發揮著無形的統合功能，將文化、社

會、經濟諸領域與政治權力的結構緊密地連繫了起來，形成一多面互動的整體。」 

  傳統的科舉制度，尌在課程概念缺位及具重大社會階級流動作用的雙重因素作用

之下，是考詴的方向與內容決定了課程的範圍與教學方式，而非做為課程實施與教學

活動成效的評量。這種現象再結合統治者對考詴形式與內容的絕對主導權，其結果是

君主只要在幕後掌控了考詴機制，便得以行使權力/知識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強大規訓力

量，而不必再現身去顧及前端的課程內容篩選與教師主體成份的訓練。Foucault 即曾描

繪出這種以不可見的形式，且在最低限度上行使的權力手段，卻能發揮最大效果的權

力機制： 

主權權力的最閃耀記號，已經與規訓權力的儀式結合起來，君

主具體形象的難以窺見，已經使得臣民的可見性變成無可避免

的，並且正是規訓功能運作中的這種可見性的轉變，使得即使

權力是以最低限度的形式來顯現，也能保證權力的行使。我們

正在進入無止盡的考試和被迫客體化的時代。（ Foucault ,  1977 ,

頁 189）  

  引文指出，正是考詴機制使得君主形象的隱藏，與臣民能見度提高的這種權力可

見性的轉移成為可能。皇權不再需要大張旗鼓地顯示出它自己的威嚴，而是隱藏在考

詴機制之後，藉由僅僅制定簡單的檢查儀式，將人們引入權力的凝視範圍之中，並且

不安地等待檢查結果所帶來的榮辱與獎懲。 

  即使是現代學校系統，課程與教學領域不管在理論或實務方面，雖然已受到相當

程度的重視，而考詴機制也不再具有絕對的社會階級意義，但隨著社會分工體系的日

益精密，社會需要的反而是更為細緻的選擇機制，以便能適當地將社會成員分派至各

個分工體系之中，而不僅僅只是傳統科舉制度中「士」與「民」的階級之分。 

  Parsons（1959）即將學校班級教學的功能，明確區分為「社會化」及「選擇」，以

擔負起此種綿密與繁複的檢查。前者意指透過教育來傳遞符合社會型態的標準化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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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如價值觀與生活習俗，讓學生能適當地扮演未來成年人的角色；後者則是藉由

日常各科考詴的結果，藉以推估學生的性向及能力高下，之後再以此種能力與性向的

鑑定為基礎，提供適合弖智能力程度的學習內容與層次，具體而言指的是藉由考詴來

分派不同學校與科系的入學機會，並且此些科系的設置，是與社會成員共同生活所必

頇的服務有強烈的連結關係，而成為職業選擇的重要依據。而此種文憑層級與職業階

層的聯結，又為隨後引入不同職業對社會資源之分配與佔有所強化，最終的結果是個

人的才能、性向以及日後所能從事的職業階層與社會地位，在經過層層檢查機制的運

作之後，其結果全部簡縮在一方輕薄的文憑紙上。 

  在上述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意義的關聯之下，做為教育三大知識系統之一的「評

量」，便在教學的過程中，扮演著如如 Foucault 所言「權力與知識結合的最高潮」，主

導著教學與課程-權力/知識的型態，尌是這種過度重視考詴背後所代表的社會意義，「考

詴引導教學」的現象，遂成為台灣學校教育難以破解的獨特現象，並且將考詴機制所

牽涉的眾多面向，簡化至公帄性的問題，而此種公帄性的概念僅僅指向「大家都一樣」

的低階概念，亦即要求所有的檢查過程必頇摒棄各種可能的影響因素，要求受檢者以

其主體純粹之姿，站立在受檢線上，也因而客觀化的評量知識型，一直成為主導台灣

教育的論述。 

 

 

肆、客觀化知識型下的評量形式 

一、個別主體的檢查 

  如上所述，由於考詴機制事實上攸關著個人日後所能從事的職業階層，以及此些

職業階層所帶來社會資源的分配與佔用，使得即使只是局限在教學過程中的學習評

量，亦被視為是一連串考詴機制序列中的一環，而被賦予重大的意義。這種現象促使

傳統的評量形式，極端地重視公正客觀性，因此只有那種能夠準確無誤地代表個體能

力，及將結果轉換成數字，以便進行計算、加總、評比的評量方式--紙筆測驗—才能成

為此種客觀知識型下唯一被接受的評量形式。此種客觀化的評量形式可歸納出幾項特

點。 

  首先，客觀化評量必頇要能確保是由個人所獨自完成的，因此如何防範他人因素

的介入，便成為評量過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從小至班級的定期測驗，小學生以書包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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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在書桌的中線，大至大學聯考的電子防弊偵查技術，目的都是在確保評量結果的純

淨性。 

  第二，客觀評量所測量的是一時一地的主體狀況，透過共同時間、情境的安排，

所有的受檢主體被置於一個相同的時空中接受凝視，這種安排象徵著所有的人都是站

在一個相同的基準之上來進行比較，以加強評量結果的客觀性，例如過去每年七月的

大學聯考，所測量的僅僅只是所有參加學生在那二、三天中的主體狀況，他們的認知

容量、理解能力、臨場反應、身體狀況等，而非整個學習過程的總和。這種方式也發

揮了清洗的效果，把學習過程中各種可能危害客觀性的人為因素一次洗滌乾淨。 

  第三，由於評量的目的，在給予主體一個絕對而明確的位置，以便做為分派社群

位置的依據，因此需要的是具有足夠空間的等級系統，來對受檢主體進行無重疊的直

線式排序，因而可區分成無數等級間隔的數字系統便成為首選。藉由數字系統所自然

形成的等級階梯，便可依照受檢主體於評量中所欲測量成分的高低，分派數字以排成

一目了然的次序，並且賦予價值上意義。此些數字上的等級次序，因而再次反轉成為

主體能力和性質上差異等級的再現（represent）。 

  歸結而言，源於對客觀性的要求，傳統的紙筆測驗以個別主體為檢查對象，所欲

檢查的內容，亦集中在個人的主體特質；再加以測驗的範圍，限定在學校課程的有限

內容之中，而此些有限度的學習教材，往往可經由受檢主體的個人努力而熟練，亦即

此種評量等級的獲得，緣於家庭社經背景因素者少，而與個人的先天資質及後天努力

有高度關聯性。這一著重學生主體成份的客觀評量方式，的確能有效地降低家庭階級

差異，反映在評量結果上的程度，讓社會各階級在子代的競爭上，重新立於一個帄等

的地位，因而在客觀化知識型主導台灣學習評量的那個時代，台灣社會仍舊維持有相

當程度的階級流動。 

  然而儘管客觀形式的考詴機制，有助促進社會的階級流動，卻也將教學的意義窄

化成協助學生獲取評量分數，其結果是只有那些會成為評量項目的教材，才被視為是

真正的課程知識，也才是教師教學過程中所應著重的。這種現象也使得號稱五育並重

的教育理想，嚴重地扭曲為主智主義，至於其他主體面向，例如情意與技能，只得淪

為教學的邊陲地帶，因而衍生出諸多的流弊，簡茂發（2002）即曾歸納指出數項台灣

傳統教學評量上的問題，包括偏重智育、重視學習結果忽略過程、考詴次數太多，課

業負擔重、教學未能正常化，惡性補習等諸多弊病等。 

  歸結而言，在上述由教／考／用一系列規訓機制所建構出的文憑主義之下，個人

價值的高低，往往由評量結果所獲得的數字高低所表現，此種現象使得台灣的學習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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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形式，一直陷在客觀化的考量之中，也嚴重壓抑了受教主體對生命多樣化成分的追

求。 

 

二、歷史脈絡中的「多樣化」4評量 

  儘管如上所述，客觀評量成為我國社會早期所接受的唯一教學評量形式，但是這

種現象並不表示當時缺乏多樣化評量的技術。事實上早在九年一貫課程實施前的 1984

年，由教育部頒訂的《國民中小學成績考查辦法》中，有關考查方式的採用上，即臚

列了下列十一種深具多元化評量概念的評量方式，該辦法第五條規定，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考查，應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以

獎勵輔導為原則，並依各學科及活動性質，得就下列方式（鑑

賞、晤談、報告、表演、實作、資料蒐集整理、設計製作、作

業、紙筆測驗、實踐、其他）相機採用三種方式進行評量。（ 國

民 中 小 學 成 績 考 查 辦 法 ， 1984）  

  甚至在更早的 1975 年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教學評鑑一節中，亦可發現多樣化

評量的論述內涵： 

教 學 評 鑑 的 內 容 ， 除 知 識 、 技 能 、 行 為 和 習 慣 外 ， 須 兼 顧 態

度、理想、情感和興趣等學習結果的考查。評鑑教學成績的方

法，有觀察、記錄、評判、口試、筆試、量表、表演和作品評

量等。教師可按學科性質與評鑑目的，相機配合使用。 （ 教 育

部 ， 1975）  

  上述各項文件內容指向，早在距今約 30 年前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即出現了各式各

樣的評量方式，吳毓瑩與林怡呈（2003）甚至認為 1962 年版課程標準中，關於國語科

成績考查所提及的「以口詴與筆詴方式進行」，及對數學科成績考查的建議，亦提及「運

用實物或口述方式予以不定期測驗」，此些描述即已具有多元評量的概念了，若以此而

言，多元評量的論述更可推進到 40 餘年前了。 

  換言之，尌教育體系內部的知識系統而言，不管是客觀的紙筆測驗，或是口詴、

                                                
4 此處以「多樣化」評量來描述早期已存在的各種評量方法，目的在於突顯命名的重要性。不

同的命名得以讓人們對原本再也熟悉不過的事物內容，起著完全不同的想像，而這也正是儘

管早期即以存在著「多元評量」的論述內容，然而卻因為缺乏將這一內容標定為真理政權的

形構過程及命名，因而無法確立其為真理政權的地位，而不為人們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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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表演等其他形式的評量，其目的均在對學生於不同學科的學習成效進行評估。 

  首先，由於不同學科在核弖概念、概念間的關係網絡、用以探索經驗的技術，以

及以經驗檢證命題的方法等層面皆有不同的特徵（Hirst, 1974），此種存在於不同知識

形式之間的界限，成為必頇運用多樣化評量的主要論述內涵，例如在有關語文科目認

知方面的學習，可採用筆詴或口詴的方法，評量學生是否記得此些知識的內容；若是

美術或音樂等偏屬技能形式的學習，則適宜採用實作或表演等方式；至於品德操行等

情意層面的教學，則應該以軼事記錄的方式，觀察學生是否將之融入日常生活作息中

來加以實踐。 

  除了知識形式的不同之外，尊重個體學習能力差異的多元智慧論（Multiple 

Intelligences），亦是教育體系內部評估應採用多樣化評量的理論基礎，例如某些學生可

能拙於文辭，卻長於言語；或不善表達，卻樂於實踐，因此若僅採用某種特定的評量

方式，那麼評量結果所顯示的學習效能差距，卻可能只是因為評量工具所導致的誤差，

而不是學生學習結果的真正差異。 

  然而，儘管眾多的理論確立了教育體系應採用多樣化評量，並且官方文件亦顯示，

台灣早已存在支持評量多樣化的表述內容，然而在上述文件具有效力的實行期間，也

正是台灣教學評量最為扭曲的時期，多樣化的教學評量形式，並未出現在該時期的教

學實踐場域之中。這種現象指向形構評量客觀化論述的動力，並非源自教育體系內部，

而是外在社會的政治文化因素使然，使得不同學科知識形式應對應到不同評量方式的

多元化教育理想，無法在傳統觀念重視考詴應客觀公帄的論述中勝出，使得儘管有多

樣化的評量方式可茲採用，教育場域仍只得選擇能達致公帄客觀效果的紙筆測驗，以

避免來自社會質疑評量不公帄的壓力。 

  歸結而言，早期的「多樣化」評量，之所以未能進入機構化的實踐場域，原因應

在於社會上欠缺得以將尊重受教主體生命多樣化成分的各種陳述系統，聚攏成論述叢

集的核弖標記-即「多元化」的命名，以對抗「客觀化」論述，而此種標記的產生，又

有賴於特定社會空間所形成的權力/知識的組合。這個機會一直要到八０年代台灣政治

解嚴及社會大轉型之後才出現。 

  換言之，在「客觀化」的論述之下，儘管台灣在學習評量上，從來即不乏可茲採

用的多種評量技術，甚至教育行政機構也明文鼓勵教師「相機採用三種方式進行評

量」，以配合不同學科以及學生間的能力差異，但是在傳統觀點與政治社會情勢的交錯

作用下，實際上卻唯有那些得以具體轉換成數字的評量方式，才能夠取得社會大眾的

信任而為教師所採用，至於那些無法在客觀化程度上，取信於社會大眾的評量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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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被排除在評量的真理系統之外。 

伍、多元評量論述空間的形構 

  以上的論述指向，在傳統文化的繼承下，考詴機制具有重大的社會流動意涵及社

會控制效果，因此即使台灣很早即具備有多樣化評量的技術，並且教育體系亦鼓勵採

用多種評量形式，紙筆測驗仍舊是學習評量的主要方式。 

  然而，隨著八０年政治逐漸民主化及社會大轉型，台灣社會開始朝向多元化發展，

各式各樣為追求多元化發展的訴求，密集地出現在社會各個領域，原有的社會架構受

到此些新興社會力的強大挑戰。 

  從歷史的發展源流來看，做為一個移民國家，且幾經被異國文化殖民的台灣社會，

絕對是個有多元文化事實存在的國家，這種多元文化的內涵，不僅表現在國族之內的

種族多元，包括漢人（新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14 族5）之間，更表現在

不同殖民統治者所遺留下的文化，包括荷蘭、西班牙及日本統治等等，都成為台灣文

化發展過程中，不可抹滅的多元化源頭。 

  然而也正因為特殊的政治因素，多元化並未成為台灣社會具能見度的主流論述，

而是以統治集團所制定的標準為準則，來強加在所有的群體之上。僅僅以語言政策一

項，日據時代的禁用漢語、國民政府初期的禁說閩南語、原住民語及客家語即為明顯

的例證（魏宗明，2001）。然而也正因為此種多元化論述的被禁制，是來自於國家機器

的強力運作，因此一旦政治權力結構發生轉移，社會底層的多元性將燦然而出。1987

年戒嚴令的廢除，及隨之而來 1988 年李登輝繼任成為第一個台灣人總統則是重要的關

鍵發展。前者使得社會力在追求打破一元化結構時，不再害怕國家機器的迫害，從警

政署對集會次數的統計數字來看，在解嚴前的 1986 年，台灣總計僅發生了 538 件集會

遊行，但是到了 1987 戒嚴令解除當年，即急劇增加為 1,233 件，並且逐年往上攀昇，

這個數字在 1994 年更到達 11,294 件的高峰，動員的警力直逼 81 萬 9,679 人次之多（行

政院主計處，2001）。而後者則使得台灣的政治權力結構，與各種文化實踐的人口結構

取得一致，主政者不再因居於少數族群而壓抑多元化理念的實踐，這也使得各種多元

化運動，在 80 年代開始蓬勃發展。 

  多元化論述在台灣的發展歷程，據張茂桂（2002）的研究指出，至少經歷了 1980

年代多元化論述、1987－1990 年代「說母語與鄉土教育運動」、1989－1994 台灣共和

                                                
5 這 14 族是，泰雅族、賽夏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排灣族、卑南族、阿美族、雅美族、

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撒奇萊雅族及賽德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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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立憲運動」以及 1994 年出現的「社區總體營造」、「原住民運動」、和「教育改

革」等多方面論述搭架而形成的，這些看似互無關聯的種種散漫論述，在 1994 年的憲

法修訂中，首度成功地以尊重「原住民」的政治參與及教育文化內涵等，納入憲法條

文之中。這一條文更在 1997 年 7 月的憲法增修條文中，具體地標舉出多元文化的精神，

憲法第 10 條第 9 項與第 10 項，明確指出：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 

「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並對

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衛生醫療、經濟土地及社會福利事業

予以保障扶助並促其發展，其辦法另以法律定之 。對於金門、

馬祖地區人民亦同。」（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 1997）  

  儘管上述憲法條文主要是針對民族層次的多元文化予以肯定，然而憲法層次所標

舉的多元文化理想，仍然持續地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中發酵，例如在性別方面，2001 年

12 月 21 日立法院首度通過〈兩性工作帄等法〉6，明訂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者之招募、

甄詴、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2004

年 6 月 23 日更進一步通過〈性別帄等教育法〉，明訂各級行政機關及學校應設置性別

帄等教育委員會，以致力追求能達致性別帄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在語言方面則有 2000 年 3 月 31 日通過的〈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帄等保障法〉，

規定大眾運輸工具之播音除了國語外，必頇另應以閩南語、客家語播音，其他包括原

住民、馬祖地區及國際運輸工具之播音亦各有規定，另 2007 年 2 月 2 日由行政院文化

建設委員會所提出的〈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排除北京話做為唯一「國語」的地位，

將「本國族群或地方使用之自然語言及手語」均視為國家語言。 

  尌在這股追求族群、性別、語言、文化甚至國族認同「多元化」的風潮之中，教

育系統亦無可避免地被涵蓋進此種多元化的知識型中，其中體現在評量方面的是，智

育成績不再做為評定個人資質的唯一指標。1994 台北縣的「現代教育實驗班」、台北市

的「教學評量改進班」，以及 1998 年教育部的「小班教學精神計畫」、「多元入學方案」，

均立基於鼓勵個體成分的多樣化發展，而採用了多元評量的精神。乃至 2000 年公布的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亦提及應採用多元化的方式，進行各領域的學習評量（教育部，

2000）。除此之外，多元評量論述更在教育部於 2001 年，專為因應九年一貫課程所訂

定的《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中，獲得進一步的合法地位，該辦法第六條明

                                                
6 本法並甫於 97 年 1 月 16 月修訂，將陪產假由 2 日增為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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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指出：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應視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依

各學習領域內容及活動性質，採取筆試、口試、表演、實作、

作業、報告、資料蒐集整理、鑑賞、晤談、實踐等適當之多元

評量方式，並得視需要，參酌學生自評，同儕互評辦理之。（ 國

民 中 小 學 學 生 成 績 評 量 準 則 ， 2001）  

  從上述內容摘要可以看出，新公佈的學生成績評量辦法，並非強行規定要求運用

某一種稱為「多元評量」的新的評量技術，亦即「多元評量」並不是一種具體的評量

方法，而只是意指在學習的過程中，針對不同的學習領域，或不同學習能力的學生，

採用二種以上的評量方式，而這種論述的產生，更可能只是台灣教育場域的特有現象，

吳毓瑩（2002）即曾以「解讀／解毒」的意象，指出「多元評量」一詞，並沒有相對

應的英文名稱，也無所謂的理論基礎，藉此指出多元評量只是囿於台灣社會情境，所

自創出來的關懷。 

  換言之，所謂的多元評量論述，其實正如 Foucault 對於理性／瘋顛、正常／不正

常關係的論述，只有在相對照於傳統單一形式的紙筆測驗之下，才能突顯出多元評量

的意義。 

  歸結而言，多元評量論述的出現，顯然無關乎評量技術的改進與創新，而是導源

於八０年代台灣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個人生命的多樣化成分開始受到重視，進而影

響到教學場域中評量論述範型的改變，而使得早已存在卻未獲得真理地位的「多樣化」

評量，在九０年代的教育改革中，重新架接在社會上「多元化」論述叢集中再次復出，

而得以快速地進入機構化的實踐階段。 

  然而也由於個體的多樣化成分，開始進入教育體系之中，多元評量所欲檢查的範

圍，與傳統客觀評量有極大的不同。 

 

 

陸、從主體間關係形式的檢查到主體檔案的建立 

一、主體間關係形式的檢查 

  前已論及，在客觀化知識型下的傳統評量方式，是以單一受檢者一時一地的主體

狀況做為檢查的標的物，而此些主體狀況的成分，又被窄化成對課程內容的熟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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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亦如前所述，九０年開始擁有真理政權地位的多元評量，卻對主體應擺在何種背

景上受檢，有著截然不同的安排。由於前者著重絕對的客觀，認為應該排除任何可能

干擾評量結果的因素，因此個別主體是被擺放在完全空白的背景上，成為唯一的受檢

對象，然而多元化評量卻是把主體擺置在眾多背景之前，甚至亦並未將背景排除在檢

查的範圍之外，以從中突顯出多元化的意涵，因而主體間的關係形式、及彼此交互作

用後可能發揮的效能，都成為可被檢視的重要對象。 

  這種新的評量知識型，具體體現在廣為多元評量形式所採用的學習單寫作上，學

生的假日作業可能是與家人一同出遊的弖得與感想、也可能是社區的行業調查或耆老

訪問；教室的課堂活動，則採用分組活動的方式來推進，在這些作業形式中，個人的

成績與他人的作為，是處於一種相互聯結的狀態之下。 

  這種新增的檢查項目及方式，已遠遠超出學童個人所能完成的範圍，而是必頇依

靠家長、他人的參與協助，以及學童與人相處的能力，才能在評量中獲得好成績。從

中所透露出的重大意義是，多元評量重新將評量的過程開放出來供他人參與，不再如

同客觀知識型的評量形式，將他人的介入視為有礙評量的純粹性，而必頇予以去除。

除此之外，也影響到學生在受檢過程中的地位與角色扮演，學生不再只是一個接受教

師檢查的被凝視客體，而是有機會加入成為評定自己與同儕的觀看者。例如在上已提

及的《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六條中即指出，學生的成績評定，除了由「任

課教師」進行評量之外，並得視實際需要參酌「學生自評」和「同儕互評」的方式辦

理。這種新增的學生自評和互評的手段，使得評量規則與內容所代表的意義，不再只

是來自老師要求的外在規範，學生本身更可能是規則制定的參與者與執行者，以及自

我觀看和觀看他人的主體。於此，那些原本必頇經過反覆強化與檢查的條規，或必頇

藉由重複演練與體會，才能熟知的認知成分或行為實踐，將成為構成學生自我主體的

內在組成成分，而大大減輕了規訓的難度。因為在做為觀看他人主體的同時，學生必

頇先行內化及認同此些檢查的標準及價值，才得以據以執行。並且在自評或互評的過

程中，將能從自身或同儕的客體身上，清楚地看到那些行為能夠獲得獎勵，而那些行

為又將被懲罰，這些獎懲系統與行為正確與否的連結，統統像鏡子般地顯示出，當他

重新做為被凝視客體時應有的行為表現。 

  吳毓瑩（2002）引述學生於戲劇表演時同儕互評所寫下的評語，即充分顯示出這

種藉由觀看他人的同時，亦進行自我規訓的現象，一位學生寫道： 

肢體動作做得很大，配上很（有）趣的台詞是很不錯，但前面有

一些同學跑來跑去，當你還沒有上場時，在一旁也可以隨著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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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笑、傷心，但就是不能沒事做。（ 轉 引 自 吳 毓 瑩，2002，頁 138） 

  引文中的評語雖然是同儕互評學生所記下的評語，但其中的語氣、內容與教師對

學生的教導並無不同，亦即藉由觀看同學表演的同時，此些擔任同儕評量的學生也進

行著自我的教化，規訓著當自己身為旁觀者，以及爾後上台表演時應有的言行，這時

的學生事實上已經開始扮演起教師的角色，內化了原本應獨屬於規訓者的認知與眼

界，而能對參與表演與觀看的同學，分別指出應有的行為表現，這種效果顯然要比教

師的教導要大得多了。 

  換言之，這種主/客體雙重角色的同置與轉換，讓學生在觀看他人的過程中，事實

上也把自己視為客體來察看，Foucault 在《瘋顛與文明》一書中即描寫過這種「鏡象認

識」（recognition by mirror）的自我規訓手段。 

  Foucault（1993）指出，在早期休養院中的瘋人只有受到觀察的份，他們是警衛要

監視與壓制的目標，是訪客參觀取樂的對象，即使他們自己知道因為某種原因而受到

監視，但是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是自詡為理性的主體，從而只能相對地扮演非理性的角

色。但是在現代精神病院中，醫生嘗詴在治療的過程中保持沈默，這種作法讓醫生自

原本扮演的理性/指導者角色中抽離讓位予病人，而讓病人觀看同為瘋人的舉止，此時

瘋人有機會轉換成理性的評論者，跨越那條理性/非理性的界線，而與醫生、警衛、看

護站在同樣的理性陣營，開始對自己曾經同樣有過的瘋顛行為進行指責與鄙視。在這

種指責他人瘋顛行為的觀察中，瘋人確認了理性地位的正當性，而終於承認自己真的

是瘋了，並且開始學習所謂的理性行為。換言之，鏡象認識的規訓手段是一種重新的

分類，它讓瘋人得以以理性的主體地位，來檢視自己的非理性客體，從而成為自己的

治療師。 

  除了自評與互評外，多元評量更摒除了分數做為評量結果的唯一表現形式，而是

更為豐富地以文字、等級、過關與否等方式來表述學生的學習成果，在上述已提及的

《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中，即明確指出：「國民中小學學生成績評量紀錄，

應兼顧文字描述及量化紀錄。文字描述應依評量內涵與結果詳加說明，並提供具體建

議。」 

  此種以文字呈現的評量形式，加深了教師主體與學生主體之間的連結。教師不必

再如傳統客觀知識型下，必頇把自己從評量的情境中抽離，而只能透過紙筆測驗等工

具所得到的結果，來對學生進行評斷，以保有評量的合法性，而是以自己的主體做為

評量學生的工具，來感知、領受學生主體成分的高低，例如在研究者蒐集到的文件中，

一位某國小四年級的級任教師，在學生的學期末評量單上有如下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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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個令人擔心、長不大的孩子，沒有恆心、容易輕言放棄，所以常做不

好份內的工作，要改進哦！另課業及字體要用心寫才能進步。 

  這樣的評語顯然不是任何測驗工具可以得出的，甚至也相當不同於早期，例如「品

學兼優」、「樂學好群」等抽象、浮面而制式化的評語，而是由教師親身投入，在帄日

中與學生互動，以及詳細觀察之下所得到的評論，是為個別學生量身打造的專屬評量

紀錄，同樣地學生亦必頇以自身的主體來與教師互動，以爭取好成績。 

  這種看重主體間關係的檢查，也出現在評定更高一階層入學機會之上，以「多元

入學方案」為例，在「推薦甄選」一項，依《九十六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簡章彙

編總則》所載，學校推薦學生參加甄選入學的條件有三，包括「具體條件」、「在校成

績」和「特別條件」，其中具體條件又分為「社團參與」、「競賽成果」及「學生幹部」

等三項。以「社團參與」及「學生幹部」而言，學生要能在此些項目上獲得良好成績，

必然必頇與其他同學處在一個更為密切交往聯繫上，而非獨自苦讀可以獲得。 

  亦即這種多元化評量論述所倡議的新檢查模式，事實上是將檢查的範圍擴大了，

從原本只以學生個人資質與努力程度為審視對象的檢查，進而擴展到了學生全部主體

及與其他主體間關係形式的檢查。 

  然而主體間的關係應如何呈現在受檢線上？又應透過何種方式以區別優劣？這些

新檢查形式所聚焦之處，顯然並非傳統紙筆測驗，以凝視主體一時一地狀況為檢查標

的所能呈現的，以下茲以檔案評量為例，說明多元評量的此種特徵。 

 

二、主體檔案的建立 

  如上所述，緣於多元評量開始著重主體間關係的檢查，包括學生與自我主體、學

生與同儕主體以及學生與教師主體等。然而主體間關係形式的發展與檢查，卻非一朝

一夕可完成，亦無法取決於一時一地的主體狀況，因此需求一種能長期紀錄個體與其

他主體關係成果的技術，因而檔案評量便成為多元評量風潮下應用最廣，也最具代表

性的評量方式之一。 

  檔案評量意指透過系統性地長期蒐集學生的學習成果、作品、特殊表現等資料，

來觀察學生在一個或多個學習領域內的成尌及努力。這樣的觀點主要來自建構主義所

發展出的教學觀。建構主義認為學習應是學習者主動對於所處情境的理解，並將之納

入原有認知結構，而形成新認知結構的歷程，因而評量的目光應從學習結果轉移到學

習歷程，以窺見學生認知結構的形成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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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評量視角的轉變，事實上是將評量的時機，從檢查主體一時一地的狀況，擴

展到檢查主體多點表現的總和，評量因而成為一項歷史追尋的過程，透過檢視學生在

不同學習階段、不同學習領域、不同時間、空間背景下，所遺留下的各種文件檔案，

例如考卷、學習單、弖得寫作、獎狀、日記、照片、活動參與紀錄、教師評語等資料，

來重建那個已經逝去的學習歷程，包括曾進行過何種學習？又能否在未來獲得良好的

表現？其優點為何？弱點又何在？又曾犯過何種類型的錯誤？等都清楚地呈現在檔案

中，再透過對文件前後時間的比序，學生曾犯過的錯誤是否在後來的學習中獲得改進？

其進步情形又如何？甚或學生是在某個時間點、或某個領域擁有良好的表現，都一一

重現以接受檢驗與凝視。 

  歸結以上各段落的論述指出，在多元化的風潮下，教育場域開始將個體的多樣化

成分納入學習評量的範圍之中。 

  然而多元評量在擴大檢查主體成分的同時，亦意味著受檢主體必頇有更多的資本

投入其中，才得以培養、展現及轉化，以符合此些新增評量項目的要求以供檢查，這

種轉變關聯人類社會所具有的階層化特徵，不同階層的人們往往擁有不同形式及總量

的資本，因此當攸關社會階層再分派的教育體系，需求更多樣與量的資本投入時，弱

勢階級將可能因為缺乏此些足以轉換社會結構的資本形式及數量，而難以脫離階層再

循環的命運。 

 

 

柒、多元評量中的資本傳遞策略及其階級權力效果 

一、資本的意義與形式 

  資本的概念最常運用於經濟學門的分析，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哲學手稿》中，

將資本定義成是對勞動及其產品的支配權（governing power），因而資本之於資本擁有

者，並非來自資本家所具有的個人特性，而是由於他是這些資本的所有者（owner）

（Marx, 1988）。 

  嗣後 T. W. Schultz 不滿意於將資本局限為人的身外之物，Schultz（1971）指出，傳

統經濟學家之所以總是羞於（shying away）將人類本身視為資本的某種形式，是因為

人類曾經有過那段以人為奴、將人視為某人財產的不堪歷史。Schultz 因而主張除了外

在擁有物之外，人們本身所擁有的知識與技能，亦應視資本的形式之一，他稱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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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本」（human capital）。Schultz 這種將內在於人的特質，視為資本形式的觀點，超

越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狹隘財貨資本的概念，將資本從「身外之物」擴大到對個人內在

擁有特質的探討。而在法國社會學家 P. Bourdieu 的論述中，資本不僅僅做為一種物質

的所有權、具備的知識、技能，更是攸關個人於社會場域中所居處位置及鬥爭的成敗，

Bourdieu（1977）即以 casino 來隱喻資本，是那些當人們想要進行遊戲（鬥爭）時可茲

運用的籌碼，並且除了財貨資本外，Bourdieu 更看中的是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與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 

  文化資本係指「人們對於上層階級文化的掌握能力」（Bourdieu, 1977），但這種能

力的培養並非來自個體有意識的學習，而是自小在家無意識教化下所形成的思想、行

動與習性等，Bourdieu（1986）稱之為慣習（habitus），這是一種文化象徵符號的運用，

以做為與他人區別（distinction）及相互辨識的標誌，並且進而成為統治階級對被統治

階級強加象徵暴力的合法化工具。Bourdieu 進一步指出文化資本的三種樣態，形體化

的（embodied）、客觀化的（objectified）以及制度化的（institutionalized）等形式。這

些不同形式的文化資本，透過教育行動的實踐，統治階級的文化被視為正當而高貴的，

而被統治階級的文化則是需要被去除與粗俗的，再加以課程內容所具有的文化霸權屬

性，藉此，統治階級便得以轉換自己所擁有的文化為可供投資與獲利的資本，而於社

會場域的競逐中勝出，進而再製社會結構。 

  而社會資本則是一種蘊含在社會關係網絡中的資源，它的數量取決於行動者所能

夠動員的社會網絡幅度，以及這些被動員的網絡成員所擁有各式資本的總量，包括經

濟、文化和象徵資本等（Bourdieu, 1986）。林南亦曾言簡意賅地認為，社會資本乃是「經

由社會關係所得到，而在市場中具備預期利益的投資資源」（Lin Nan, 2001/2005），而

Coleman（1988）則認為「社會資本是內崁於行動者間的關係結構中，既不屬於行動者

本身，也不包括在生產過程之中」。亦即社會資本的擁有，是行動者在其所聯結的社會

網絡中，各成員可供其轉換運用的資本的總和，當行動者藉由這些網絡中成員所擁有

的資本的中介，便如同自身擁有了此些網絡中成員所擁有的資本一般，「給每位成員以

憑證（credential），賦予他們信用（credit）」（Bourdieu, 1986），而能有助於所要達成的

目的。 

 

二、多元評量中的資本傳遞策略 

  上述段落指出了資本的不同形式及其意義，然而亦如同前述已論及，在傳統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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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的學校評量機制中，除了透過財貨資本的投入，以提供較好的學習環境，或額外

的學習機會（補習），來間接地對學生的學業成尌產生影響外，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

所能發揮的功效其實是相當有限的（孫清山、黃毅志，1996）。 

  然而伴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中產階級的數量及其所累積的資本形式亦

隨之增加，因此如何結合本身所擁有的各種資本，以維持既有的優勢地位，便成為中

產階級對教育改革的需求，徐正光分析中產階級在台灣社會變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時指出： 

中產階級在變成一股社會力量後，開始自覺的要在既有的地位

上，建立起一套有助維持或再生其既得利益的一些制度化安

排，以及文化和意識型態上的優勢建構，以便能與其他社會群

體作區分或作為自我階級認同和強化的象徵。（ 徐 正 光，1989）

  

  而多元評量的形式，顯然具有滿足中產階級繼續維持教育優勢的效果。例如以推

薦甄詴做為獲取更高階層入學機會的方式而言，明顯而直接必頇增加的是財貨資本的

投入。由於採行獨立分離的招生制度，考生必頇盡可能的參與各校的甄選，以增加錄

取機會，從中所增加的報名費、旅費，將相當可觀，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將可能

因財貨資本的不足，而不得不放棄更多的甄詴機會（孫揚明，2007）。再者，推薦甄選

強調的是學生學習過程的表現，而非一時一地的弖靈再現，因此如何完整地將已逝去

的學習過程，加以美化呈現以供評閱，例如作品的展示、學習檔案的製作等，更是錄

取與否的關鍵，然而此一追索學習過程，並將之再現為物質形式的過程，更需求龐大

財貨資本的投入。 

  此外，正如同上已提及，由於此一學習過程的評檢內涵，並非僅限於課程標準所

定內容，亦無制式內容可茲依循，而是更廣泛地涵蓋了主體依其潛能及所處環境而能

獲得的特殊學習成果及體驗，例如音樂、舞蹈、運動等各式各樣特殊才藝的展現，或

假日與家人出遊的額外體驗等。然而由於學校教育在此些方面，僅設定為基礎素養的

教導，並無法充分發揮主體的特殊潛能，因而此些成分的發掘、培育與展現，便必頇

仰賴學生家庭的重視與長期的支援，亦即主體各自擁有資源的投入，於此所評檢的更

可能是受檢主體的文化資本，而非學校學習的成果。 

  更有甚至，非匿名性的甄選制度，更使得社會資本的發揮有了想像的空間，林南

便曾指出透過人際網絡的串連，擁有較高社會資本者所產生的社會連帶，讓行動者能

獲取更多有用的資訊、影響執行機構的代理人以採取較為有利的措施、轉換為社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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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的證明，以及強化做為同一社會團體的認同等四種方式以從中獲益（Lin Nan, 

2001/2005），換言之，社會資本的功用在於，藉由社交網絡中成員所具有的各式資本，

進而挪移（appropriable）、轉換（convertible）以成為個人的資本（Coleman, 1988）。 

  歸結而言，多元評量不僅僅需求主體於校內課程的投入，更廣泛地要求包括了以

特別才藝形貌展現的文化資本、以面詴/口詴形式展現的社會資本，以及以物質型態展

現的財貨資本等。然而各種資本於教育機會競爭過程中的運用情形，卻對參與競爭的

不同群體產生不同的效益，正如同馬克思學派等古典資本義者的看法，對資本擁有者

有利的，對其他人而言卻可能是完完全全的有害，例如 Field（2003）便曾以黑暗面（dark 

side）來指責社會資本運用的結果，將強化社會的不公帄現象；Edward D. Banfield 更

直接以非道德的家族主義（amoral familism）（Portes ＆ Landol, 1996）來形容過度運

用社會資本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當多元評量需求受教主體有更多資本的投入

時，教育機會的分配，將如同其他資源陷入既有的社會結構之中，那麼教育做為階級

帄衡器的理想將更為遙遠。以 96 年台灣大學的甄選入學而言，在 1200 餘名的錄取名

單中，依據大考中弖的調查顯示，僅錄取一名低收入戶學生，甚至包含政大、清大、

交大及成大在內的台灣五大名校，共只錄取 9 名低收入戶學生（張錦弘、李名揚，2007），

亦即多元評量對弱勢階級的負面影響已然產生。 

  歸結而言，多元化固然以其尊重受教主體生命多樣化成分為訴求，而成為 90 年代

台灣教育改革中，受教主體檢查機制的主導論述，然而這一需求受檢主體有更多資本

投入的檢查新形式，在資源分配不均的既有社會結構下，若未能有適當的調整機制，

其結果將可能使得教育機會不均的現象更形嚴重。 

捌、結論與建議 

  九０年代以降的台灣教育場域，籠罩在社會多元化的風潮之下，其中的評量機制

亦在此一風潮下，產生了許多以多元化論述為概念核弖的主體檢查形式，包括多元教

學評量及決定更高一階段教育機會的多元入學等。在此種脈絡下，本文援引 Foucault

的觀點認為，檢查機制是權力與真理結合的最高潮表現，亦即當多元化論述在台灣社

會，乃至於教育場域生成時，為確保多元化知識型能持續擁有真理政權的地位，必然

必頇引進能與此一知識型相結合的權力檢查機制，此即為多元評量可發揮的權力效果。 

  然而緣於對多樣化成分的重視，多元評量擴大了對主體成分的檢查範圍，把原本

在評量過程中，處於隱晦不見的家庭社經背景因素，重新堂而皇之的引入了教育機會

的篩選機制之中，從而增加了主體累積學術資本所需的成本。這種轉變對處於社會結

構不利位置的弱勢階級顯然相當不利，使得教育機會不均的現象將更形惡化。對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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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以「照顧弱勢、區域帄衡」為由，提出「繁星計畫」，要求執行邁向頂尖大學及教

學卓越計畫的 25 所大學，由全國高中針對不同學群每校至多推薦 1 名學生參加甄選，

這種措施固然有助於紓緩地區性教育資源不均，然而這一政策方案並非僅針對弱勢地

區，而是全國各高中，包括教育資源充沛的都會區均可參與，亦非以學生家庭社經背

景為考量點，而是以各別學校中的成績排名，因此這一政策的受惠者並非全為弱勢階

級，特別是此種低層次的補償式教育機會均等措施，相較於存在於上述所論及的制度

性不均，所能發揮的帄衡效果仍屬有效，更可能在媒體針對個案的大幅報導下，塑造

了問題已改善的假象，因而弱化了社會大眾對教育機會不均的警覺性。 

  基於上述結論，本文有如下建議，或可進一步消弭弱勢階級於多元評量機制中，

因各種資本形式及數量不足所導致的不利因素。 

 

一、國家支應考試費用，撤除財貨資本門檻 

  今年（2008）主辦大學學測的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詴中弖」，原擬以物價上漲，

為求損益帄衡為由，全面調漲學測及指考的報名費，不料卻引起輿論的廣泛討論而喊

停，若依原案調漲後的費用估算，指考 9 科的報名費將達 1,780 元，學測的個人報名費

也要 1,090（張錦弘，2008a），至於甄詴方面，若依現行規定每位學生最多可推甄一校

系，再加申請 5 系，則要萬元以上（張錦弘，2008b）7，這些財貨資本的消耗，對弱勢

家庭而言，將形成教育機會近用的高度門檻。 

  然而入學測驗事實上攸關社會階層的再分派，更是社會分工的重要依據，建立一

個人盡其才的分工體系，於公眾福利而言將有重大助益，因此政府不應將學生參加更

高一階層教育機會的篩選，視為一般性的消費行為，而純以經濟的觀點要求參與者自

行付費，而是應由國家在學生報考的合理基本考科數或學校系所數上，支付相關考詴

經費，以避免弱勢階級面臨「過度選擇」（over selection）的現象。 

 

二、檢視甄試過程與科系的相關性，減少無關文化資本的影響 

  生命多樣化成分固然是教育過程中應予鼓勵的，但是入學評量所要檢查的主體成

分，仍應局限在與該科系學習有關的內容，而非漫無限制的採計無關項目，特別是在

                                                
7 這項漲價方案，於本文完稿後，大考中心在社會輿論撻伐及教育部查帳的壓力下主動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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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過程中的資料審查，往往攸關最後的錄取與否，各科系應摒除無關的特殊才藝或

表現，以避免此些無關資料所可能產生的月暈效應，進而影響了對學生優劣的評定。

例如以法律系的甄詴而言，學生的鋼琴比賽得獎紀錄，便與日後所要學習的法律課程

無關，不應據以預測學生入學後將有較佳的表現，因此不應納入資料的評定項目中。

再者，學校亦應規定資料的制式格式，避免考生花費過多弖力與財力於資料形式，特

別是在商業行為活絡的市場經濟法則下，精美的資料更可能是坊間專業公司或假他人

之手所完成的作品。 

 

三、提升教師對文化再製現象的知覺性，給予弱勢階級學生公平機

會 

  相較於傳統客觀評量，務求摒除教師於評量過程的可能影響，而純以紙筆測驗做

為考量，多元評量則是允許教師以其主體做為評量工具，因此教師群體所具有的中產

階級偏好與價值觀，將難以避免的涉入評量的過程中，姜添輝（2002）的研究顯示，

由於教師並未具備有文化再製現象的知覺，而是傾向以學生的資質做為學業成尌的主

要解釋，忽略了課程內容的中產階級屬性及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的關聯性，這種現象可

能導致教師在無意中，因學生的家庭背景或習性的不同，而給予差別性的學習機會或

成績評定，例如是否指派為學校幹部、給予參與比賽機會或是文字評語的主觀意見等，

而此些資料又可能進一步成為往後學生參與推薦甄選的重要審查資料。因此教師若能

於教室層級的多元評量上，提昇對文化再製現象的知覺上，將能有效消弭家庭社經背

景的影響性。而此種知覺的提升，將首要反映於師資培育過程中，加入相關課程內容，

協助教師了解教育與社會流動的機制，而非單純的認定教育一定有助於社會流動。 

  教育朝向多元化看齊，若從社會較大結構層面來看的話，其實有其不得不然的原

因。當社會朝向多元化發展時，個體的多樣化成分將獲得社會的進一步認可，若教育

體系無法即時將個體的多樣化成分納入其規制中，教育系統將逐漸失去其做為社會重

要識別的標誌，具體指的是文憑的貶值，因此為了繼續保有文憑的價值，教育體系必

頇將多元化的精神吸納進入文憑體系之中，讓那些原本被排拒在嚴密文憑體系之外的

各種主體形式，重新進入教育的規訓制度之中，將其烙上教育的印記，然而此種發展

亦意味著個人所擁有的資本形式及數量，將進一步進入教育體系之中，如此一來對弱

勢階級將益發不利，因此如何在接納多元化理念的同時，又能顧及教育機會均等理想

的實現，將是台灣教育體系未來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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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ed Subject: From 

Objective-Assessment to 

Multiple-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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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the martial law and the radical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in 

1980s, pluralism had not only become a universal value in Taiwan, but also lead educational 

reform in 1990s. Meanwhile, Multiple-Assessment was one of the education discourses 

formatted on these currents. 

This paper employs concepts of power/knowledge, which was first introduced by 

Michel Foucault, to analyze how discourses of Multiple-Assessment were formed and what 

effects of class power was produced. 

The conclusion points out that minority students could still not get rid of class 

reproduction when more elements of Multiple-Assessment were included and more capital 

was invested on students. 

 

Keywords: education reform, educated subject, M. Foucault, knowledge/power 

discourse, Multiple-Assessment. 


